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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事后监管改革:理论、
实践及反思

卢 超 *

摘 要 构建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成为当前中国行政审批改革的一项紧迫议程,事中事后

监管在实践中涵盖了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诸多工具类型。事中事后监管反映了

数字信息时代下,行政执法手段与行政活动方式的转型,并且在执法成本、规制效能等方面体

现出诸多潜在优势。但由于许可评价程序的相对失效,使得事前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缺

乏常规化衔接机制。与此同时,基层监管资源匮乏、非标准化市场结构、条块与部门利益分割

等诸多限制因素,也制约了事中事后监管的实际效能。中国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积极破解事中

事后监管的拘束因素,客观评价事中事后监管与事前许可机制之间的优劣,并实现“非经济目

标”与市场效率之间的价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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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当代中国围绕审批改革的政策实践,呈现出波澜壮阔、形态万千的行政国

家图景。“告知承诺”“先证后核”“并联审批”等各类以放松规制(De-regulation)为导

向、带有消极许可色彩的政策工具创新,〔1〕在央地互动的地方试验模式下得以持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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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合作规制的行政法研究”(项目

编号:17BFX004)的阶段性成果。
张力:“先证后核、消极许可和规制工具试验”,《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第3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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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2〕这种不严格拘于法定规范并带有“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特征的行

政法模式,〔3〕理论上也在不断冲击《行政许可法》的既有框架,使得中国行政法学的时代发展

呈现出公共政策导向的崭新面貌。〔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行政审批改革不同,当前改

革在强调放松与解除事前许可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体系构建,力图打破以

前改革“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格外注重增强市场监管的效率和精度。〔5〕

事中事后监管作为官方用语概念,法解释学上缺乏精确定义,主要源自《行政许可

法》第13条对于行政许可替代机制的粗略框定,更多是当代中国行政任务变迁与规制改

革的实践产物。〔6〕当代中国规制改革的整体布局中,中央着重部署了“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大数据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新型工具的铺陈推广,旨在借助各类事中事后

监管工具来起到对事前许可的替代功能。譬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04号)专门提出:“各有关部门要创

新工作方法,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信用监管、大数据监管、‘告知承诺+事中事后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既提高监管效能,
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干扰。”其中“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制度装置,回应了

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映射出西方规制理论中“回应性规制”“精明规制”的技术特

征,〔7〕“双随机、一公开”则带有“控权论”的本土蕴涵。可以说,事中事后监管的工具体

系体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杂糅色彩。〔8〕

值得关注的议题在于:以放松规制与量化考核为重心的行政审批改革,通过何种装

置来发挥事前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的枢纽联动机制 ?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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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峰、张友浪:“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管理世界》2015年第10
期,第91-103页。

SeeRobinKundisCraigandJ.B.Ruhl,“DesigningAdministrativeLawforAdaptiveManage-
ment”,VanderbiltLawReview,Vol.67,No.1,2014,pp.1-88.

政策导向的行政法学模式,参见高誓男:《由法释义学到政策导向之行政法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版,第125-355页。
刘鹏:“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体系改革:发展脉络与现实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第

28页。
对于“Regulation”一词,不同专业领域存在“规制”“管制”“监管”等多种译法。本文对于“监

管”“规制”的概念用词选取,取决于特定语境与固定习惯的搭配,不做实质性意义区分。另外,由于“非
行政许可审批”的历史遗留问题,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概念之间也存在模糊争议,在本文中也不对两者

做严格区分。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的界分,参见王克稳:“我国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关系的重新梳理与

规范”,《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60-68页。

SeeIanAyresandJohnBraithwaite,ResponsiveRegulation:TranscendingtheDeregulationDe-
bat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4-162;NeilGunningham,PeterGraboskyandDarren
Sinclair,SmartRegulation:DesigningEnvironmentalPoli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p.
373-453.

西方监管概念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梳理,参见马英娟:“监管的概念:国际视野与中国话语”,
《浙江学刊》2018年第4期,第4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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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等各类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的兴起,反映了现代行政国家的何种变迁逻辑 ? 当代中

国面临的城乡行政资源差异、非标准化市场、条块与部门分割等本土背景,给事中事后

监管的效能带来了何种拘束效应 ? 当前将市场效率奉为圭臬的行政审批改革议程,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监管型国家中“非经济目标”的重要性,这种价值取向会对事中事后监

管机制尤其是社会性规制领域的改革带来何种潜在影响 ? 本文将围绕上述核心议题

逐次展开讨论。

二、行政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的联动机制

行政审批改革作为中央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9〕历来带有较为明显的“运动式治

理”特征,〔10〕近年来在“放管服”改革的牵引下,中央政府以疾风骤雨方式强制下放或者取消

了数量繁多的许可事项,海量的事前许可被强制归入《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涵盖范围,审批

改革旨在通过各类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来取代事前许可的规制功效。之所以采取这种运动治理

模式,一方面原因在于审批改革意味着行政机关自身权力的限缩,相关部门缺少“行政自我规

制”的自主意愿,〔11〕《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设定过于模糊宽泛且缺乏判断标准,〔12〕“可以不

设行政许可”的表述模式也表明其并非一项强制性条款,因此需要科层系统的外部压力来打破

僵局,强制打通事前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的枢纽渠道。另一方面,限于现有法律框架的束

缚与依法行政的强调,地方审批改革的单兵突破面临较大政治成本,“改革成本明显大于收益,
这导致地方政府缺乏缩减审批事项的自发改革动力,这也使得行政审批改革基本必须依靠自

上而下的运动式方式进行。”〔13〕

理论上而言,《行政许可法》中的许可评价制度应当扮演事前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的

枢纽通道功能,由行政许可评价制度来判断行政许可的存续必要性(是否需要及时修改或废

止)、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替代机制取代事前许可能否满足规制需求,以及对于两种不同机制各

自从经济收益与行政成本等角度进行定性或量化比较。《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了许可设

定机关的定期评价义务,在程序上也设置了行政机关内部(许可实施机关与设定机关之间)的
评价报告制度以及带有公众参与色彩的许可建议制度,各地的规范性文件中对于许可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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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罗纳德·科斯、阿曼·阿尔钦、道格拉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403页。
沈岿:“解困行政审批改革的新路径”,《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22-24页。
沈岿:“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17页。
“能够自主决定”“能够有效调节”等概念缺乏可量化的判断标准,“如果简单套用《行政许可法》第

13条的规定,几乎可以说所有事项均可以不设许可,很难有科学的依据”。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

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24页。
梁雨晴、李芝兰:“依法治国与改革:如何并行不悖? ———基于《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审批创新

的影响”,《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4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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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程序也有更为细化的规范,但相关装置设计依然过于笼统,远未达到量化标准要

求。〔14〕除此之外,基于《行政许可法》本身所蕴含的放松规制精神,行政许可评价程序的规范

设定也存有一定的价值偏差并呈现出单向维度特征,许可评价目标更多体现为增设许可的事

前控制与事后削减许可的功能导向,对于行政许可的存废带有先验的价值判断,而缺少对于事

中事后监管能力的客观预估以及与事前许可的衔接考量。
从实践不难看出,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始终未被有效激活,〔15〕许可评价程序长期处于休眠

状态并沦为象征性条款。近年来行政审批改革重点放置于许可事项的取消、下放及其量化考

核,却鲜有通过许可评价程序来考证放松规制的潜在消极后果及其后续影响。在以放松规制

为核心议题的改革环境下,如何评价事中事后监管模式相对于事前许可的比较优劣,以及合理

评估当前各类事中事后监管手段的执法效能与承接效果,应当是一项慎之又慎的议题。可以

说,规制改革议程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前端亦即行政许可事项的清理,而事中事后监管作为规制

改革的后端事项,尽管得到了中央政策的不断强调,但并未获得有效的地方行政资源支撑,事
前许可改革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缺乏常规且必要的衔接联动装置。正如相关学者的谨慎提

醒:“应对行政审批项目的放权改革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保持一定的警惕,假如审批权限一味

地取消或下放,而未能做到放管结合,那么有可能会造成社会治理在某些领域的失序,并有可

能成为相关机构和部门推卸责任的理由,从而偏离改革的初衷。”〔16〕

总而言之,当前规制改革进程中,事前许可模式向各类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移转,体
现了现代行政任务的时代变迁特征;相比于传统行政许可模式,信息化时代下大数据监

管、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等新型规制工具在监管成本、执法效能与行政效率等方面体现出

诸多潜在优势,对于私人规制、市场自我规制的强调均更加契合《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

立法精神。但必须注意的是,事前许可向事中事后监管装置的移转缺少常规且法定化的

衔接机制,许可评价程序在《行政许可法》中几乎被架空失效,种种客观因素制约下,政府

规制改革所被迫采取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尽管见效迅速并能有效摆脱各类利益束缚,但
也附带了诸多潜在弊端。比如,事中事后监管装置依然发育不足,行政监管机构缺乏规

制经验,骤然之间的急速变革难以有效应对新增市场风险;事中事后监管与事前许可之

间的比例容易出现失调,尤其在社会性规制等风险领域,对于现有许可机制的积极功能

存在认知偏差,对于事中事后监管的替代功效也有过分乐观的倾向;当代中国城乡二元

体系下行政资源差异以及条块冲突、部门分割的组织格局,也给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的实

际效能带来消极影响,这些客观制约因素短期很难破解以适应改革需求。
因此,对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装置的评价剖析,必须超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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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重庆市行政许可评价暂行办法》(渝府发[2004]71号)中宽泛规定了许可评价的具体内容与

程序流程。2019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65条也列举了行政许可评价的内容事项。
参见王克稳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194页。
李振、鲁宇:“中国的选择性分(集)权模式———以部门垂直管理化和行政审批权限改革为案例的研

究”,《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3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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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行政许可评价机制,不仅要衡量其相对于传统事前许可的比较优势与效率收益,〔17〕也需

要对城乡二元格局下的监管执法资源予以客观测定,对于数据平台建设成本、组织体系格局与

信用信息处理能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进行质性或量化评估。在价值判断上,亟需改变行政许可

评价以市场效率最大化为单一目标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社会性规制事项中尤其重要。下文

将延续这一思路,分类探讨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的公法原理与规制构造,进一步评价各类监管工

具背后的本土制约因素及其疏解之道。

三、事中事后监管的公法体系与改革张力

如前文所述,事中事后监管并非严格的法定概念。随着行政规制改革的深入,信用风险分

类监管、大数据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创新机制,均被逐步吸纳至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制

工具箱中。事中事后监管工具体系内部不仅共享诸多公法原理,发挥类似的监管效果,并且基

于特定的国家—市场维度,事中事后监管的诸多工具也在实践中面临趋同化的困境与张力。
所以,这些事中事后监管工具能否取代事前许可,发挥替代性的规制效能,也需要结合各类本

土制度因素予以客观衡量。
(一)具有“回应性规制”特征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

社会信用立法实践与学术探讨近年来逐步掀起热潮,但也引发较大争议。〔18〕相对而言,
作为信用规制手段之一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是指监管机构依据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与合规

风险而采取差异化的执法措施,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作为一种执法资源调配手段,在事中事后监

管体系构建中扮演了较为核心角色。〔19〕中央层面格外强调了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在整个事中

事后监管体系中的重要性,譬如《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9〕18号)提出:“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依照企业信用情况,在监管方式、抽查比例和频

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也提出:“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监管,针对突出问题和风险开

展双随机抽查,提高监管精准性。”
从政府规制理论视角来看,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理论依据可追溯至伊恩·艾尔斯

(IanAyres)与约翰·布雷斯维特(JohnBraithwaite)所创设的“回应性规制”(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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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成本收益分析原则与工具的评述,参见郑雅方:“论我国行政法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理论证成

与适用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第201-219页;毕洪海:“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行
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89-96页。

关于社会信用立法的争论,参见罗培新:“遏制公权与保护私益:社会信用立法论略”,《政法论坛》

2018年第6期,第170-180页。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作为一种执法资源调配的规制手段,其争论相对不大,但如果将信用联合惩戒

也纳入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箱中,则会引发较为复杂的形式合法性争议。本文探讨的是针对市场主体的信用风

险分类监管,没有将针对个人的联合惩戒机制纳入探讨范围。信用规制的合法性解读,参见王瑞雪:“政府规

制中的信息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66-172页;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
《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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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模式,而回应性规制模式下的“同等回应”(Tit-for-tat)则是一项重要的监管执

法策略。〔20〕这意味着基于市场主体合规动机的差异性,监管机构应当选取对应的监管执法

策略。因此,政府监管机构需要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动机监控,进而针对性地进行行政执法资源

的差异化配置。与之类似,朱莉亚·布莱克(JuliaBlack)与罗伯特·鲍德温(RobertBaldwin)
在回应性规制的基础上引入风险评估因素,进一步提炼出“基于风险的回应性规制”(Respon-
siveRisk-basedRegulation)模式,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评估市场主体的合规风险,并根据风险

来有效分配监管执法资源。在理想状态下,“基于风险的回应性规制”模式将借助信息数据手

段,辅助监管机构把行政执法资源与监管注意力优先投射至风险相对更高领域。〔21〕因此,按
照相关学者对于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构想,我国监管机构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的获取控

制能力是回应性规制运转的前提要件,“监管者需要对被监管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和守法状况

进行翔实记录,并根据既往经营记录和守法记录圈定重点关注的被监管者,在监管活动中对圈

定对象予以监管资源的扶植倾斜,监管者还应加强相关的信息分析,更加切实地研判被监管者

的真实动机。”〔22〕

可以说,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模式,明显契合了“回应性规制”的监管

执法策略。当前在市场监管的执法活动中,愈发强调要根据企业主体的信用水平与合规动机

来差异化地分配执法资源。譬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

知》(国市监信〔2019〕38号)指出:“针对不同风险程度、信用水平的检查对象采取差异化监管

措施,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检查对象被抽查概率,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

效果,又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而在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社会性规制领

域推崇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对风险因素的强调则更为契合“基于风险的回应性规制”理念。
具体而言,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执法中,《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

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食药监法〔2015〕65号)提出:“以日常监管、良好行为、不良行

为、信用评价等信息为基础,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诚信档案,依据监管对象信用等级、生产经营状

况、违法违规行为等,将监管对象分为不同类别,实行分类监管。对违法违规、失信企业和高风

险企业要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检查频次,实行重点管理。”环境执法的实践也体现出类似的监管

原理,2019年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引导企业环境守法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监

管对象进行科学分级,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群众投诉反映强烈、违法违规频次高、环境信用

不良的企业加密监管频次,对管理规范、守法记录良好的企业降低监管频次。”同样,在安全生

产领域中,中央要求各地监管机构“将企业整体风险等级作为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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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SeeIanAyresandJohnBraithwaite,ResponsiveRegulation:TranscendingtheDeregulationDe-
bat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0-35.

SeeJuliaBlackandRobertBaldwin,“ReallyResponsiveRisk-basedRegulation”,LawandPoli-
cy,Vol.32,No.2,2010,pp.181-213.

刘鹏、王力:“回应性监管理论及其本土适用性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 第1期,
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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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的企业,确定不同的执法检查频次、重点内容等,实行差异化、精准化动态监管”。〔23〕

在当前行政审批的改革背景下,放松规制的政策试验带来市场主体的大量涌入,给有限的

行政监管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带有“回应性规制”色彩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无疑能够起到

节省执法资源、有效辨识风险与提高监管效能的重要功用。而且就监管执法效果而言,通过监

管执法资源的倾斜配置并增强行政检查频次,是改变被规制方的合规动机并提升规制效率的

有效手段,这种正相关性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有力佐证。〔24〕然而,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模式

的本土化运转也面临诸多掣肘。
首先,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模式的精髓在于监管机构需要根据充足的市场信息来设定信用

等级,进而合理划分合规风险与分配执法资源。这说明真实足量的市场信息是有效分类与差

异化监管的启动装置。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是“监管机构对于市场主体通常缺乏

精准的信息数据来判断风险阙值的高低,进而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提前设定正确优先次

序”。〔25〕同理,在中国本土规制实践中,信用信息与合规数据往往并不可靠充分。这一方面

源自行政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地方监管机构对于市场主体缺乏充足信息掌控,监管机构无

从获知市场主体违规行为的比重,也很难调查确认合规信息真实与否;另一方面,地方监管机

构与市场主体也有可能合谋伪造信用数据结果。〔26〕因此,如何获取充足的信用数据并确保

其真实性,是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本土运转的核心难题。
其次,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部门分割化特征明显,诸多行政监管机构均通过“行政黑名单”

“信用数据库”等方式建立本部门的信用数据体系,但是不同部门的信用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

制度衔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的统一建设还处于初始阶

段。信用数据的部门割裂格局制约了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实践的有效展开。
最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带有现代监管型国家的西方印记,规制手段体现出的鲜明技术化

理念,更多建立在大中型企业为主的市场结构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基层大

量小微市场主体呈现出高度分散格局,对自身信用缺乏敏感度;监管执法力量与市场主体在数

量上对比悬殊,在基层监管实践中往往更多地依赖于专项整治等“运动式治理”手段,〔27〕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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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示范试点工作的通知》(2017年4月

24日)。

SeePeterJ.May,“ComplianceMotivations:AffirmativeandNegativeBases”,LawandSociety
Review,Vol.38,No.1,2004,pp.41-68;PeterJ.MayandSørenC.Winter,“RegulatoryEnforcementand
Compliance:ExaminingDanishAgro-EnvironmentalPolicy”,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 Manage-
ment,Vol.18,No.4,1999,pp.625-651;SørenC.WinterandPeterJ.May,“MotivationforCompliance
withEnvironmentalRegulations”,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Vol.20,No.4,2001,pp.
675-698.

BenjaminvanRooij,“GreeningIndustryWithoutEnforcement? AnAssessmentoftheWorldBank̓s
PollutionRegulationModelforDevelopingCountries”,LawandPolicy,Vol.32,No.1,2010,p.143.

SeeBenjaminvanRooij,“ThePeople̓sRegulation:CitizensandImplementationofLawinChina”,

ColumbiaJournalofAsianLaw,Vol.25,No.2,2012,p.132.
刘鹏:“运动式监管与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案例研究”,《中国行政管

理》2015年第12期,第118-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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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信息进行精准管理的能力与意愿。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西方规制理念在制度移植中面

临着先天的制约因素。
(二)大数据监管的规制效能与阻力

大数据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政策勾连,大数据监管在事中事后监

管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毋庸置疑。数字信息时代下,信息技术手段在行政法中发挥着重要

功用,现代行政国家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体现为“国家愈发依赖线上平台工具来实现线下的监管

目标”,〔28〕行政监管机构逐步适应借助各类信息平台与数据来取代传统的法律规则与技术手

段,实现对市场主体的立体化监管。大数据监管鲜明反映了“信息时代下行政国家的治理模式

变迁,行政手段变得更加非正式化,监管过程更加依赖市场主体的背景数据作为支撑”。〔29〕

从制度优势与理想角度来观察,“监管大数据有助于缓解执法资源匮乏等多重原因导致的规制

不足现象,监管机构借助信息数据可以实现更优的执法效果,从而降低传统规制模式下较高的

行政成本,并舒缓其过度正式化的弊端”。〔30〕

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大数据监管作为国家精准治理的前提机制,〔31〕在行政规

制改革中的地位被重点强调。近年来的监管实践中,大数据监管与信用规制手段逐步成为传

统行政模式的替代机制,以填补行政审批改革后遗留下的制度真空。“政府借助数据平台和各

类算法科技,将针对市场主体与个人的行为监控、评分与多部门联合奖惩等机制,不断引入正

式法律的实施过程”,〔32〕尤其是在针对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中央至地方各级政

府对于数据整合与大数据监管的重视早已不言而喻。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

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明确指出:“创新市场经营交易行

为监管方式,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型,进行关联分析,及时掌握市场主体经营行为、规律与特征,
主动发现违法违规现象,提高政府科学决策和风险预判能力,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

管。对企业的商业轨迹进行整理和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估企业经营状况和信用等级,实现有

效监管。”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8〕27号)也同样提到:“整合市场监管相关数据资源,推动事中事后监管信息与政务服务

深度融合、一网通享。”
理论层面上,相比于事前许可方式,作为事中事后监管重要组成装置的大数据监管,的确有

助于行政监管机构以更低的执法成本、更为灵活的行政活动方式对市场主体实现立体全景化的

精准规制,正如域外学者的形象比喻———“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发展将行政监管执法活动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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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SeeRoryVanLoo,“RiseoftheDigitalRegulator”,DukeLawJournal,Vol.66,No.6,2017,p.
1328.

JulieE.Cohen,“TheRegulatoryStateintheInformationAge”,TheoreticalInquiriesinLaw,

Vol.17,No.2,2016,p.369.
SeeNathanCortez,“RegulationbyDatabase”,UniversityofColoradoLawReview,Vol.89,No.

1,2018,pp.25,92.
参见郑戈:“国家治理法治化语境中的精准治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0期,第45-

55页。
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经济社会学视角”,《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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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日的‘一次性快照’,迅疾提升为工业流程化的电影全景”。〔33〕但在中国行政监管的实践中,
大数据监管模式在提升执法效率潜能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悖论。一方面,从“国家—社会”的二

元视角来看,大数据监管体系对于企业主体和个人信息的汇集统合,始终面临国家治理需求与商

业秘密、个人信息隐私之间的冲突张力,同时也给网络信息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国家对于统一

化的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推动,无疑将大幅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

效化。但这同时也带来对于个人隐私权与商业秘密的侵入议题”。〔34〕另一方面,从国家科层体

系的内部视角来看,跨部门、跨区域的大数据监管体系在实践中亟待处理官僚体系内部的部门协

调难题。亦即,在主观层面,行政监管部门倾向于将数据视为权力、利益和资源的来源,往往缺乏

与其他部门进行数据共享的组织意愿,〔35〕因为“经纬交错、四通八达的信息交流矩阵将彻底打

破职能部门的信息垄断,而信息是构成垄断性权力的基础”。〔36〕大数据体系的部门协调与信息

共享始终缺乏主观动机,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诸多部门对数据资源分割垄断、数据标准格式不统

一、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无法兼容的数据孤岛现象较为普遍。〔37〕而在客观层面,大数据监管对

于数据基础设施在财力与技术上存在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单个地方政府或者单个行政系统通常

缺乏资源和能力去独立发展数据基础设施,而“各地政府仍以层层下派任务和按部门职责分工的

模式推动大数据治理体系,这种将新型技术嵌套在传统官僚制内的做法,将使数据孤岛问题进一

步凸显,反而可能会使大数据治理丧失初衷”。〔38〕

大数据监管作为当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支柱装置,理想层面上能够通过市场主体的全景

大数据,提前进行风险预判与监管倾斜,进而达成数字信息时代下行政效能的最优解,但实践中

却较难实现机构部门之间信息数据的汇聚集中,以及会面临纷繁复杂的组织协调与数据冲突的

难题。可以说,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的大数据监管建设,除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保护等以权利

保障为核心的传统行政法议题之外,在中国的本土背景之下,更需要通过监管机构改革、组织协

调互惠与数据信息共享等行政组织的革新机制,〔39〕来破解大数据监管建构所面临的“内部行政

法”难题,〔40〕防止现代行政国家下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借助中央或较高层级监管机构的统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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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RoryVanLoo,“RegulatoryMonitors:PolicingFirmsintheComplianceEra”,ColumbiaLawReview,

Vol.119,No.2,2019,p.407.
张新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主要矛盾研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第50页。
宋华琳:“建构政府部门协调的行政法理”,《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48-49页。
林雪霏:“顶层逻辑与属地逻辑的博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双轨制’的困境与契机”,《社会主义研

究》2016年第6期,第84页。
孙丽岩:“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90页。
马亮:“大数据治理:地方政府准备好了吗?”,《电子政务》2017年第1期,第81页。
譬如2019年4月23日公布的《北京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便对跨部门的数据汇聚与

共享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规范设计。
“内部行政法”理论,参见章剑生:“作为担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内部行政法”,《法学家》2018年第6

期,第66-80页;于立深:“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当代法学》2009年第6期,
第3-15页;GillianE.MetzgerandKevinM.Stack,“InternalAdministrativeLaw”,MichiganLawReview,Vol.
115,No.8,2017,pp.1239-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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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来舒缓传统条块分割、地方与部门利益化格局给事中事后监管带来的组织掣肘。
(三)“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悖论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被视为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的重要探索和本土创新,具体是指监管机

构在“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通过摇号等方式,从市场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41〕《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

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对检查对象名录库

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监管工作平台、抽查程序与结果公示等制度建设进行了详细部署,尤
其提出要促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有效衔接,将“双随机、一公开”抽检结果作为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的重要考量因素,并根据企业风险信用确定抽检比例与频次,由此形成“双
随机、一公开”执法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相互嵌套的规制逻辑。

实践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基层运行面临诸多困境。各地虽然按照信息化要求设置

了“双随机、一公开”电子工作平台与名录库,但是市场监管中可供随机抽取的检查人员只能在

地化,“基层监管机构缺乏人员配置,真正有执法权的人更少,不管怎么随机抽取,样本库就是

有限的,信息与权力的错配十分突出”。〔42〕事实上,受困于地方编制资源的束缚,大量基层执

法人员缺少正式编制,〔43〕无法进入“双随机”的执法人员名录,导致“双随机”监管方式取代日

常监管巡查制的设想在现实中很难完全实现,甚至可能沦为一种空转的程序装置。正如法社

会学学者所描述的基层执法能力悖论现象,“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和制度技术的发展,执法能

力在不断提升,但在具体的社会问题面前,执法能力始终受到资源条件的制约而无法充分施

展”。〔44〕基层监管执法往往仍需依赖党政部门联席会议、“运动式执法”等非正式机制,来满

足监管执法在人力、财力资源方面的短缺需求,这无疑构成了监管执法运行的真实中国图

景。〔45〕

可以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行政执法程序与公开机制的缚权再造,的确有助于规

范行政裁量权、提升基层监管执法的法治水平,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控权论”改革思路。并且在

传统控权模式的基础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进行了巧妙的技术衔接,
使得“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成为整个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通道入口,在入口处即对监管执法进

行严格的流程框定,这符合事中事后监管改革旨在拘束行政执法、重塑营商环境并激发市场活

力的核心目标。但是,“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行政执法程序的流程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能会加剧行政执法资源与市场监管对象之间的对比张力,尤其是使得基层执法资源的匮乏现

象更加紧迫突出。这无疑是“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带来的制度悖论。因此,也需要考虑城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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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2015年10月13日)。
梁平汉:“信息的逻辑:部门间关系与新经济动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第55页。
参见叶静:“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第146-165页;吕芳:“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第106-
116页。

刘杨:“执法能力的损耗与重建———以基层食药监执法为经验样本”,《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
第29页。

陈柏峰:“党政体制如何塑造基层执法”,《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205-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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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区经济以及监管领域的影响,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监管领域执法资源的差异,针对性地对

“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程序设计进行细化,防止其脱离本土国情而被悬置空转。
(四)消极隐匿的“私人规制”模式

事中事后监管改革旨在构建“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

格局。如果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大数据监管以及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均属于政府层面的规

制改革模式,那么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对于市场自治与行业自律的强调,则明显属于“私人规

制”(PrivateRegulation)的范畴。〔46〕“私人规制”这一概念更多是对私主体参与规制活动的

现象总结,与传统的政府规制相对应,旨在借助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的诸多自制手段来实现规

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规制模式下行政资源的不足,并体现出技术经验、运行效率

与财力成本的诸多优势。〔47〕除了“私人规制”的表述之外,“去中心化规制”(DecentringReg-
ulation)、“后规制国家”(Post-RegulatoryState)、“规制资本主义”(RegulatoryCapitalism)
等学理概念尽管表述各异,〔48〕但也均是描述现代规制型国家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和市场

放权的制度变迁轨迹。
从当前事中事后监管的改革议程与政策文本中,均可窥探出企业自我规制、行业自律机制

等“私人规制”的特征因素。譬如《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
(国发〔2015〕62号)指出:“市场主体还可以通过创新企业战略,改革内部质量管理,设定高于

法定要求的自律性规范。”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可以视为一类典型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Management-basedRegulation),〔49〕这种鲜明带有“私人规制”色彩的制度装置,可以被视

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改革的亮点之一。
但是,转型中国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的诸多结构性缺憾拘囿了“私人规制”模式有效发挥

规制效果的制度空间。一方面,“私人规制”有效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是市场组织结构的稳定

性,均质化的大中企业更有助于“私人规制”的开展。〔50〕然而,当前我国市场中数量泛滥的小

微企业存在较重的投机色彩,市场主体的守法意愿往往较为薄弱,这成为制约“私人规制”有效

运作的结构性因素。所以,怎样“创设更多的社会自我规制诱因,设计更为精巧的框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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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SeeColinScott,“PrivateRegulationofthePublicSector:A NeglectedFacetofContemporary
Governance”,JournalofLawandSociety,Vol.29,No.1,2002,pp.56-76.

胡斌:“私人规制的行政法治逻辑:理念与路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第160页。

SeeJuliaBlack,“DecentringRegulation:TheRoleofRegulationandSelfRegulationinaPost-
RegulatoryWorld”,CurrentLegalProblems,Vol.54,No.1,2001,pp.103-146;ColinScott,“Regulation
intheAgeofGovernance:TheRiseofthePost-RegulatoryState”,inJacintJordanaandDavidLevi-Faur
(ed.),ThePoliticsofRegula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2004,pp.145-176;JohnBraithwaite,Regu-
latoryCapitalism:HowitWorks,IdeasforMakingitWorkBetter,Cheltenham :EdwardElgarPublish-
ing,2008,pp.1-63.

“内部管理型规制”的介绍,参见谭冰霖:“论政府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型规制”,《法学家》2019年第6
期,第74-87页;CaryCoglianeseandDavidLazer,“Management-BasedRegulation:PrescribingPrivate
ManagementtoAchievePublicGoals”,LawandSocietyReview,Vol.37,No.4,2003,pp.691-730.

谭冰霖:“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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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来提升各类市场主体开展自我规制的主动意愿,这是事中事后监管框架下有效激发“私人

规制”所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受困于转型国家与行业协会之间复杂的组织依附关系,〔52〕

行业协会的发展空间始终受到较大限制,行业自律与自我规制的能力严重滞后于行政规制改

革需求。历次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利用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来承担原本由其

自身承担而后被清理的许可职能,并继续保持政府控制力”,〔53〕这导致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

并未实现有效的功能分化,也就无法充分发挥“私人规制”的替代效果。2015年7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中办发〔2015〕39
号),试图从宏观层面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2019年6月,国家发改委、
民政部等十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发改体

改〔2019〕1063号),进一步从资产财务、人员管理、党建外事等角度对脱钩改革进行了细化部

署。行业协会改革映射出转型体制下国家—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行业自

我规制的潜能尚需培育观察。〔54〕

大数据监管、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核心装置,
均是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通过政府监管执法的重塑以适应规制改革的构造变化,但是以行业

自律、企业自我规制为代表的“私人规制”模式,所理应扮演的角色却相对湮没。可以说,与前

文所述的三类政府规制工具相比,“私人规制”模式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并未获得充分的政

策支持,并呈现出相对“消极隐匿”的特征,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国家对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的控制一直较为严苛,自始缺乏社会自治的历史传统。第二,审批数量的下放取消以及信用规

制、大数据监管建设更容易被上级量化考核,而与之相比,“私人规制”则要求长期的制度建设

与市场培育,短期内较难见到实效且难以量化。因此,在“目标治国”与官员考核的大背景

下,〔55〕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中的“私人规制”模式,较难获得地方官僚更多的行政资源与注意力

分配。〔56〕第三,当下“放管服”改革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政策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本身

就存在明显倾向,〔57〕中央对于信用规制与大数据监管的高度关注与资源倾斜,是事中事后监

管体系内部存在差异偏好与不均衡现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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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第98页。
参见纪莺莺:“转型国家与行业协会多元关系研究———一种组织分析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2期,第149-167页。
李洪雷:“《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困境与出路”,《法学杂志》2014年第5期,第68页。
企业与行业自我规制的讨论,参见宋华琳:“论政府规制的合作治理”,《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

期,第20-22页。
参见马亮:《目标治国:官员问责、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

219页。
参见练宏:“注意力竞争———基于参与观察与多案例的组织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第1-25页;练宏:“中国政府行为的注意力分配研究何以有特色?”,《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1期,第41-
42页。

监管型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议题,seeCaryCoglianeseandDanielE.Walters,“Agenda-Setting
intheRegulatoryState:TheoryandEvidence”,AdministrativeLawReview,Vol.68,No.1,2016,pp.9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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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中事后监管改革的制度拘束与价值平衡

(一)事中事后监管的制度拘束因素

从整体视角观察,事前许可向事中事后监管手段的行政规制模式转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

会结构、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传统行政法体系在此背景展现出行政任务与行

政手段的扩张、多元化,市场经济的助力发展也需要更加宽松且高效的行政规制手段与之匹

配。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与数字时代中,信息在行政法上的地位与功能愈发重要,〔58〕政府对于

数据信息行政能力的提升,也为行政活动方式与行政执法手段的时代转型提供了可能,当前以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为主要工具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无疑顺应了数字信息时代的

历史潮流。理论上而言,行政监管机构借助信用信息数据库等诸多监管平台构建的企业大数

据全景信息视图,将以更高的规制效能、更低的监管成本来履行日趋复杂的行政任务。
然而,置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事中事后监管手段在展现潜在优势的同时,也

面临诸多本土化的制度拘束因素。首先,行政监管资源的客观拘束,给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带来

不利条件。当前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的不断深入,“事中事后监管任务也不断加重,财政投入与

行政执法人员却没有明显增加,导致监管任务与监管部门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相匹

配”,〔59〕尤其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之下,食品安全监管、环境监管等社会性规制领域本身就面临

着基层执法力量薄弱的难题,〔60〕行政监管部门更加缺乏充足的规制资源去推行事中事后监

管模式。可以说,整个规制改革进程中对于基层行政监管资源的承载能力缺少评价预估,使得

事中事后监管的运行面临各种资源制约。
其次,当前事中事后监管的体系构造与工具装置,带有“回应性规制”等西方理论的鲜明特

征,然而这些理论工具在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成熟市场背景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这与当代中

国的市场结构与经济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理论上讲,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企业自

我规制等监管模式的良好运转,均需建立在数量与结构稳定的大中型企业基础之上。稳定的

市场结构下,各类事中事后监管工具才能充分实现监管执法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回应互动,
通过信用手段与数据管控来激励提升市场主体的合规意愿。〔61〕但是,我国市场监管机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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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106页。
渠滢:“我国政府监管转型中监管效能提升的路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33页。

SeePengLiuandWilliam McGuire,“OneRegulatoryState,TwoRegulatoryRegimes:Under-
standingDualRegimesinChina̓sRegulatoryStateBuildingthroughFoodSafety”,JournalofContemporary
China,Vol.24,No.91,2015,pp.119-135.

“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的交往互动频次越低,监管机构获取市场主体信息与合规动机的能力也就

越弱,回应性规制模式也就无法运行有效”。SeeNeilGunningham,“Compliance,Enforcement,andRegula-
toryExcellence”,inCaryCoglianese(ed.),AchievingRegulatoryExcellenc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2017,pp.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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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对象是海量且缺乏守规意愿的小微企业,〔62〕非标准化的市场结构下,信用规制与大数据

监管体系不仅运行成本高昂且往往难以奏效。可以说,“现代监管工具在遭遇中国产业的小、
散、乱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处境,而全能主义的国家理念使得政府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对广

大中小企业的监管责任”。〔63〕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对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

监管工具进行本土化改造,来应对数量庞杂的小微市场主体,将是事中事后监管体系面临的国

情难题。
再次,事中事后监管面临条块分割、部门利益冲突等行政组织因素的制约。在理想状态

下,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与大数据监管将超越立足单个监管机构的传统模式,借助监管数据的流

通共享实现全景式的立体化监管。但是,在事中事后监管的实践运行中,无论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中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抑或大数据监管中的海量数据处理,均面临跨部门、跨地域的数据

信息共享困境。尤其是当前以部门导向与属地化推进为模式的大数据监管,在缺少协作互惠

与中央协调的背景下,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数据孤岛”现象。可以说,监管机构碎片

化、〔64〕部门利益冲突与条块分割等诸多“内部行政法”问题,已然成为阻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规制效果的重要阻碍因素。
最后,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内部的不均衡现象,客观上也会削弱规制改革的整体效果。如前

文所述,从国家—社会角度,事中事后监管的工具装置更多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信用风

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更多是行政国家官僚制下的规制执法方式变

革,而缺少国家向社会的放权逻辑。从当前规制改革议程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带有市场自

律与社会自治色彩的“私人规制”模式,依然处于相对隐匿的弱势地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内

部的不均衡格局,客观上也会加大行政监管资源的承载压力,而“私人规制”在压力缓冲与任务

分担方面的缺少,使得尚不成熟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规制工具将直面海量庞杂

的行政任务而左支右绌。
(二)市场效率与“非经济目标”的价值平衡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切入,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改革在理顺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分量。〔65〕我国行政审批改革始终贯

穿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主线,《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以及条款设计,彰显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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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玛格丽特·皮尔逊将中国市场经济描述为“三层结构经济模式”(Three-tieredeconomy),最
顶层为占据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国有企业,而最底层的小微企业主体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三层结

构模式”也导致中国规制型国家的运行呈现出复杂面向。SeeMargaretM.Pearson,“VarietyWithinand
Without:ThePoliticalEconomyofChineseRegulation”,inScottKennedy(ed.),BeyondtheMiddleKin-
dom:ComparativePerspectivesonChina’sCapitalistTransformation,Redwo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8-35.

刘亚平、梁芳:“监管国家的中国路径:以无证查处为例”,《学术研究》2018年第9期,第51页。

SeeMargaretM.Pearson,“GoverningtheChineseEconomy:RegulatoryandAdministrativeRe-
formintheServiceoftheState”,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67,No.4,2007,p.722.

何艳玲:“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3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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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实在追求,浸润着市场优位与效率优先的价值底色,〔66〕而市场效率

导向的价值判断也支配着近年来的规制改革方向。
较为明显的是,当前行政审批改革议程的重心更多地放置于追求消极许可对于提振经济

发展的正面效应,〔67〕《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各地涉及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

将以放松规制为内核的审批改革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告知承诺制、并联审批等带有许

可加速与消极许可性质的改革措施对于企业发展、市场效率的激励功能也在各类政策文件中

被不断强调。理论上而言,行政审批改革与市场发展、经济效率之间的正相关性也获得了相关

研究佐证。譬如,近期有实证研究从微观视角印证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于企业进入率有积极影

响,〔68〕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69〕也有研究从宏观维度来探讨行

政审批的渐进式改革如何通过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效能。〔70〕

诚然,现代规制型国家中经济效率的价值逻辑通常占据主流地位。如朱莉亚·布莱克

(JuliaBlack)所言,“对于规制正当性这一议题,几乎绝大多数答案均为诊治市场失灵,仅是偶

尔涉及到财富分配或其他附属性目标”。〔71〕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市
场效率已不再是政府规制唯一且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源泉,现代行政国家的规制正当性从市场

效率的单一价值观日趋衍化扩散,并呈现出市场效率与“非经济目标”混杂的多元化色彩,尤其

是在环境安全等社会性规制事项中,各类“非经济价值”判断逐渐变得不可或缺。〔72〕托尼·
普罗瑟(TonyProsser)便据此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制逻辑,〔73〕并认为规制应当发挥“塑
造良好社会的制度潜能,而非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提升经济效率的工具主义逻辑,规制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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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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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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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34页。
骆梅英:“以监管改革促营商环境优化”,《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8年第12期,第69-71页。
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0

-153页。
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第24-40页。
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第47-57页。

SeeJuliaBlack,“CriticalReflectionsonRegulation”,AustralianJournalofLegalPhilosophy,

Vol.27,2002,p.7.
现代规制型国家中“非经济价值”的学理讨论,seeRichardB.Stewart,“RegulationinaLiberal

State:TheRoleofNon-CommodityValues”,YaleLawJournal,Vol.92,No.8,1983,pp.1537-1590;

PeterH.Schuck,“Regulation,Non-marketValues,andtheAdministrativeState:ACommentonProfessor
Stewart”,YaleLawJournal,Vol.92,No.8,1983,pp.1602-1613.

托尼·普罗瑟将规制模式区分为“私自由外部限制”(RegulationasInfringementofPrivateAuton-
omy)与“合作事业”(RegulationasCollaborativeEnterprise)两种理路。前一种模式下,规制正当性在于市场

效率的最大化,规制目标在于追求市场投资的可预测性与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后一种模式下,经济与社会功能

均是规制正当性依据,判断规制政策成功的标准,远不止于减轻规制负担从而让市场自由运转,更在于检测规

制政策的有效性与回应性。SeeTonyProsser,TheRegulatoryEnterprise:GovernmentRegulationandLe-
gitim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0,pp.4-8.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性的背后蕴含着更为广阔的社会价值”。〔74〕

将这种理论争议放置于我国当前的规制改革背景下,不难发现,“告知承诺”“先证后核”等
诸多带有放松规制、消极许可性质的审批改革模式旨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以达到提振经济的

价值目标已然得到充分体现。但需要警惕的是,当前改革进程中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过
度放大和强调了效率方面的功能,这样一种偏颇的定位使得行政审批程序改革的其他功能被

掩盖或者隐藏”。〔75〕而当下规制改革中市场效率最大化的单一逻辑,也有侵蚀其他“非经济

价值”判断的潜在威胁。尤其在环境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等社会性规制事

项中,规制正当性并非完全建立在市场效率的单一价值基础之上,事前许可装置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与价值依据。然而,当前行政审批改革的类型化思维较为欠缺,〔76〕没有合理区分市场禁

入类与危害控制类行政审批的巨大差异;加之规制改革对于市场效率、经济发展的片面强调,
使得环境监管等风险规制领域中的审批程序有可能被完全吞噬入带有放松规制色彩的改革议

程之中。颇为明显的便是,在各地审批改革实践中,环境影响评价等事前许可程序有被许可承

诺制逐步取代的改革趋向。譬如,《广东省江门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实行承诺制

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江环〔2019〕48号)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纳入许可承诺制的改

革范畴。《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亦将企业投资项目中的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
洪水影响评价等许可事项纳入企业书面承诺,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完成行政许可。许可承诺

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行《行政许可法》的程序设计,尤其是将原有环境监管领域中行政许

可的一票否决功能给架空,无法实现制度设计中所安设的矫正意图,〔77〕使得行政许可中的多

元价值失去了必要平衡,市场效率逻辑也明显高过了生态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价值判断。
诚然,现有规范通常会采用准入负面清单的方式,将部分风险过高的环境污染项目排除在行政

许可承诺制的改革范畴之外,以此防止事后风险无法控制。但难题在于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

精准分类,而且当前以放松规制为精神内核的改革范式也更加容易淡化风险,使得负面清单在

地方改革实践中难以坚守并最终失效。
“当代中国规制改革必须在削减对市场行政管控的过程中与市场失灵的增量求得最优均

衡,这意味着中国监管部门需要同时扮演市场促进者(Enabler)和监管者(Regulator)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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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onyProsser,“ModelsofEconomicandSocialRegulation”,inDawnOliver,TonyProsser
andRichardRawlings(ed.),TheRegulatoryState:ConstitutionalImplica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0,p.49.

唐明良、骆梅英:“地方行政审批程序改革的实证考察与行政法理———以建设项目领域为例”,《法
律科学》2016年第5期,第56页。

马怀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

17页。
“环评一票否决的制度安排,原本就反映了对项目许可机关以及以项目许可机关为代表的地

方政府倾向于‘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忧虑,是对项目许可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倾向于轻视和忽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的一种矫正”。金自宁:“我国环评否决制之法理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9年第

2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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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这种略带矛盾的角色定位成为中国式监管型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78〕以放松规制为

价值导向的审批改革与事中事后监管之间的制度张力,恰好反映了这种双重角色的内嵌冲突

与价值平衡难题。规制改革应当通过许可评价装置来客观评估当前各类行政许可的存废必

要,不能完全依循经济效率逻辑,将所有的事前许可简单地视为对市场机制不必要的外部限

制,而将规制功效完全寄托于事中事后监管模式之上。各类事中事后监管机制还处于建构成

长阶段,尚不足以完全取代事前许可去履行风险预防的替代功能,尤其在危害防治类的社会性

规制事项中,基于专业性判断的技术优势,事前许可作为一种否定判断装置有其独有价值。正

如凯斯·桑斯坦(CassR.Sunstein)与阿德里安·弗缪勒(AdrianVermeule)对于“行政法多

元目标”(PluralAimsofAdministrativeLaw)的理解,“行政法目标不应简单化约为制衡行政

权的单一思维,现代行政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来制衡市场权力,因为市场秩序所催生的

私人权力本身会对个人自由产生威胁”。〔79〕《行政许可法》第11条早已明确行政许可目标在

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利益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破除对于市场

效率与经济价值的单一信奉,需要通过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与事前许可之间的妥当衔接,来实现

市场效率与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非经济目标”之间的恰当平衡。

五、代结语

事中事后监管反映了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行政活动方式与执法手段的转型,信用风险分

类监管、大数据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在理论层面上的确体现出降低执法成本、提升规制

效能与减弱市场干预等制度优势。但与此同时,在带有本土特色的国家—市场、国家—社会结

构下,监管执法资源匮乏、条块与部门利益分割、非标准化市场机构等诸多外部拘束因素也制

约了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规制效能。因此,在当代中国行政规制的改革进程中,不能简单地将

事中事后监管视为能够与事前许可紧密衔接、运行顺畅且毫无争议的替代机制,需要解读制约

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有效运行的本土拘束因素并探寻其疏解路径。

另外,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替代功能对社会性规制与经济性规制事项应当区别对待。规

制合法性源自于经济效率,应当防止市场效率最大化的单一逻辑对于规制型国家中诸多“非经

济目标”的裹挟侵蚀。〔80〕所以,行政规制改革应该立足于“协调发展导向型”的行政法框

架,〔81〕尤其对环境监管等社会性规制领域的审批改革需要额外谨慎;其是带有消极许可色彩

的规制试验,同样需要通过行政许可评价程序,来衡量事前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等替代手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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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颖廉:“‘中国式’市场监管:逻辑起点、理论观点和研究重点”,《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
第23页。

SeeCassR.SunsteinandAdrianVermeule,“TheNewCoke:OnthePluralAimsofAdministrative
Law”,SupremeCourtReview,Vol.2015,2015,pp.82-83.

SeeTonyProsser,“RegulationandLegitimacy”,inJeffreyJowell,DawnOliverandColmO’Cin-
neide(ed.),TheChangingConstitu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5,p.332.

于安:“论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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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比较优劣,防止新增市场主体带来的过量风险超出事中事后监管的承载能力。
最后,“行政法体系的广度必须足以掌握当代行政任务的光谱”,〔82〕数字信息时代下的大

数据监管、信用规制等崭新的行政规制改革议题也在不断促使中国行政法学的时代转型。〔83〕

因此,如何将事中事后监管的技术工具安置于行政法学的传统框架体系之内,可能更需要吸收

“新行政法”的观察维度。〔84〕当前我国行政规制改革的波及幅度与类型变化,早已远远溢出

《行政许可法》的法释义学范畴,所以,在探寻行政合法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关注行政活动的

有效性,不断开发拓宽行政法的视野疆域。〔85〕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国家—市场”的特殊变

迁背景下,对于行政审批与规制改革的公法研究,亟需吸纳经验分析的外部视角,〔86〕来反哺

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

Abstract:Againstthebackgroundofadministrativelicensingreformorientedbyde-regulation,itis

anurgentagendatoestablish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forChina̓sadministrativeregulationreform.

Inpractice,creditriskclassificationregulation,bigdataregulationandmanyothertypesofregulatory
toolsareincludedin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mechanism.Thetransitionofexantelicensingtoin-

terimandexpostRegulation,reflectsthetransformationofadministrativeenforcementmethodsandad-

ministrativeactivitiesinthedigitalinformationera.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alsoreflectsmanypo-

tentialadvantagesintermsoflawenforcementcostsandregulatoryefficiency.However,duetothefail-

ureofthelicensingevaluationprocess,thereisalackofconventionallinkagemechanismbetweenexante

licensingand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Atthesametime,therearemanyconstrainingfactorssuch

aslimitedregulatoryresources,non-standardizedmarketstructure,andfragmentationofagencyinter-

ests,whichalsorestricttheactualeffectivenessof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China̓s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reformshouldactivelydealwiththoseconstrainingfactors,objectivelyevaluatethecompara-

tiveadvantagesbetween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andex-antelicensing,andachievethebalancebe-

tweennon-economicvaluesandmarketefficiency.

KeyWords:InterimandExPostRegulation;RegulationReform;CreditRisksClassificationRegula-

tion;BigDataRegulation;Non-economicValues

(责任编辑:彭 錞)

·008·

中外法学 2020年第3期

〔82〕

〔83〕

〔84〕

〔85〕

〔86〕

(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145页。

姜明安:“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转型与使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第6-14页。
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清华法学》

2009年第2期,第100-114页。
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第40-51页。

SeeCaryCoglianese,“EmpiricalAnalysisandAdministrativeLaw”,UniversityofIllinoisLaw
Review,Vol.2002,No.4,2002,pp.1111-1138.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